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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语言”观念考察及其对文艺阐释活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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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方现代逻辑学、语言哲学从形式语义学角度对“元语言”所进行的论证，主要服务于命题
语义逻辑结构的分析及语义真值条件的研究。符号学从人类整个符号系统之符号意义解释的层面对 “元语
言”所进行的符号解释学论证，更具系统性、普适性。现代语言学、文艺学、翻译学、计算机科学、教育学
等学科，主要是借用“元语言”观念与“元意识”进行具体操作。“元语言”观念内含“元意识”，又不完
全等值于“元意识”，它们对于文艺阐释活动的“元追问”，具有重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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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学术界，“元语言”观念已在很多学
科得到应用。然而，人们对其所作的理解却不太
一致。那么，“元语言”观念都有哪些基本的信
条? 人们对其作 “泛化”理解与应用的观念基
础或渊源是什么，是否有其合理性? 回答这些问

题，有助于我们厘清文艺阐释活动到底借用了什

么样的 “元语言”观念。在此基础上，本文以
例证的方式，强调了 “元语言”观念在文艺阐
释活动中对一些基本问题进行追问的价值。

一、哲学“元语言”观念

现代 “元语言”观念早于 “元语言”概念
出现。L． 维特根斯坦在 《逻辑哲学论》 ( 1918
年定稿) 中明确地表达了类似观念: “任何命题
都不能言说自身，因为表达命题的符号不能包含

在这些符号自身之中 ( 这就是整个 ‘模型
论’) 。” ( 3． 332) 为什么“表达命题的符号不能
包含在这些符号自身之中”? 我们可以从他对
“符号的定义”、“符号的定义与命题的关系”的
理解中看出来 : “任何一个特定的符号都意味
着: 它的定义都要借助其他符号才能完成，而定

义则显示出定义由出的方式。两个符号，一个属
于初始符号，另一个则是通过初始符号定义的符

号，它们不能以相同的方式标记。不能用定义的
方式对名称进行拆分。任何符号都不能单独具有
意义。” ( 3． 261) “初始符号的意义通过解释得
到说明。解释就是包含着初始符号的命题。因
此，只有当这些初始符号的意义已经得到理解

时，这些命题才能得到理解”。 ( 3． 263 ) ① 这种
观念在罗素 1920 年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做了更
为明白的表述: “如维特根斯坦所言，每种语言
都有着自己的结构。任何一种语言都不能在自身
范围内对自己的这种结构进行言说。但是，可以
有另一种语言来处理第一种语言的结构，这另一

种语言自身又具有一种新的结构。语言的这种层
级体系 ( hierarchy) 可以无限推衍。”② 应该说，
维特根斯坦这种从 “符号系统的原则” ( 罗素
语) 讨论“命题”的方式，对 20 世纪西方分析
哲学从形式语义学的角度讨论命题陈述的研究具

有深远的影响; 而其中所蕴含的 “元语言”观
念，成为后来相关讨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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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元语言”概念的，是 20 世纪波
兰逻辑学家、语言哲学家 A·塔尔斯基。在其先
后发表的《形式化语言中的真理概念》 ( 1933
年，其主要思想 1929 年业已完成) 、① 《语义性
真理概念和语义学的基础》 ( 1944 年) ② 两文
中，塔尔斯基从解决 “说谎者悖论”入手，以
形式语义学的方式讨论了真理的定义问题。在他
看来，悖论产生的根源，在于我们使用 “语义
上封闭的语言”表达命题: 这种语言在自身内
部断定自己语句的真值。为此，他建议在讨论真
理的定义或任何语义学问题时禁用这类语言，而

代之以他区分出的、居于不同语言层次、具有不
同功能的两种语言: “对象语言”与 “元语言”。
“对象语言”是被提及的、作为讨论对象的语
言，“元语言”则属于讨论第一种语言即 “对象
语言”的语言———它既包含了对象语言之表达
式的名称，又具有对象语言所没有的语义学的词

项 ( 实为更高逻辑类型的变项) ，因而 “本质上
更丰富”。这样， “对象语言”所构造的语句的
真假，就可以从语义角度用 “元语言”来进行
定义。在此基础上，塔尔斯基还对 “元语言”
做了进一步区分，即 “句法元语言”和 “语义
元语言”，前者只谈及 “对象语言”的语言表达
式———涉及原始符号、形成规则、变形规则等，
后者既涉及对象语言的语言表达式，而且谈及这

些表达式所涉及的对象，比如语义中的真假、普
遍有效性等。正是由于以具体例子作论证，塔尔
斯基的 “元语言”观念较之维特根斯坦的 “元
语言”观念就不显那么抽象与令人玄惑。这种
例证使他首次明确提出的 “对象语言”与 “元
语言”的区分，以及运用此区分从形式 ( 逻辑)
语义学立场研究现代数理逻辑中的 “意义理论”
的方式，奠基性地影响了 20 世纪逻辑学界、语
言哲学界、语言学界。
在“元语言”观念的演变发展中，美国现

代语言哲学家戴维森 ( Donald Davidson) 的研究
具有重要地位。这种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 第一，他把塔尔斯基逻辑论的真理语义论提

升至具有直接哲学意义的理论; ③ 第二，他一改

弗雷格 ( F． L． G． Frege) 、塔尔斯基等现代数
理逻辑学家拒斥“自然语言” ( “日常语言”，具
有意义、文法特性，结构繁杂、不规则与用法含
混) 、仅仅处理和企图建立理想的 “人工语言”
( 形式化的逻辑语言) 的传统，而致力于建构一

个适合于自然语言的形式语义学理论，“一种意
义理论 ( 从我所理解的那种稍稍不同于惯常理

解的意义上) ，是一种经验理论，它的抱负是对

自然语言的运作方式做出解释”。④ 这无疑使他
在一般哲学的意义上，在更为基础的层面上论析

了“元语言”观念。从为自然语言提供意义理
论的目的出发，他对塔尔斯基的“T约定”作了
新的解释。在他看来，对象语言之语句的意义，
是由元语言中的语句给出的，后者就像一本释义

语言手册。更重要的在于，在为意义理论寻求
“一套方法”的过程中，他在很多文章中已经把
对语句意义成真 ( 实际上也就是对陈述语句的

意义的解释) 的论据基础的论证，推进到言语

行为的层面: 言语交流的语境———包括其中的非
语言行为，言语交流中陈述者的意向、信念，解
释者的知识、能力等方面。这就是他提出的
“原始解释” ( radical interpretation) 的观念，它
涉及到任何 “一个人对另一个的话语的解释”，
它不仅发生在同种语言之间，也出现于不同语言

之间 ( 类似翻译) 。
另外，我们还可以提到歌德尔 ( Kurt

Godel) 1930 年代提出的 “不完备性定理” : “
在任何包含初等数论的相容的形式系统中，存在

着不可判定命题，即命题本身和它的否定在该系

统中都不可证” ( 第一定理) ; “一个包含初等数
论的形式系统的相容性，在该系统内是不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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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推论) 。① 有学者对此做了更为通俗的表述
: “如果一个描述系统是自洽的，那它就是不完
备的; 如果它是完备的，则是不自洽的。”② 正
是由于它对现代形式逻辑之形式科学化理想的致

命颠覆，使它成为现代 “元语言”观念最为充
分的表达。
显而易见，西方现代逻辑学、语言哲学对

“元语言”观念的发现，内在于西方现代哲学
“语言转向”的逻辑，对其所做的论证，自然也
内在于自身学科的新旧传统。简言之，他们基本
是从形式或逻辑语义学角度进行论证的，主要服

务于命题语义逻辑结构的分析、语句语义真值条
件的研究。但无论如何，他们的颇具认识论、本
体论意义的论证使得 “元语言”观念完全确立
了起来。

二、符号学“元语言”观念

西方现代符号学对 “元语言”观念的论说
有着自己的问题意识、理论框架与言说方式。尽
管皮尔斯 ( 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 － 1914 )
思想中所蕴含的 “元语言”观念，绝对早于维
特根斯坦的相关思考，我们还是愿意把他放在这

部分来说。因为，尽管皮尔斯的基本思想已经得
到哲学界的广泛承认，并把他视为西方现代逻辑

重要先驱之一，但他的主要影响，还是在符号学

界。或者说，学术界热衷讨论的，主要还是他的
符号学思想 ( 相对狭义上的，在他那里，逻辑

学也是符号学的分支) 。他无可置疑地被看成西
方现代符号学两大奠基人之一。与作为语言学家
的索绪尔基本研究 “语言符号”不同，作为哲
学家的他，完全是从认识论、本体论的层面研究
所有的符号现象，从而建立了全面、基础意义上
的符号学体系。相关于本文论题，是他的 “符
号过程”三分法所蕴含的 “元语言”观念。确
切地说，是其中的“解释项”部分。③

在皮尔斯看来，再现体、对象 ( object ) 、
解释项，构成一个完整的 “符号意指过程”。为
不囿于人世纷繁万千的 “对象客体” ( 具物理属

性的存在体或纯观念性的存在体) ———不为其
所缠所累，在人类为提升自身所建构的具深层认

知机制的认知过程中，创造了具有抽象替代

( 代表、表现、提喻) 功能的符号，即用符号替
代“对象体”; 但符号的“意义”不等于“对象
体”，它是 “符号所引发的思想”。④ 而这种
“思想”，必须通过解释才能完成——— “解释项”
由此而设立。换言之，必须要有一个 “解释项”
来完成符号意义的解释。相对于某一具体符号这
个“常量”而言，解释项则是一个 “变量”。这
里的 “变量”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说，
人们在听到或见到某一符号比如 “狗” ( 皮尔斯
的例子) 这个符号时，虽然能凭借自己的知识

意会到这个符号所指称的 “对象”，并对这种对
象有一定的认知，但并不能确定知道这个符号

( 词) 究竟指哪条狗、哪种狗等等。不同的人因
不同的历史、文化、社会语境和知识结构，同一
个人因不同的语境，都可能对这个符号有不同的

反应与认知。简言之，人们对一个符号的 “意
义”可以因人因时因地因知识不同而有不同的
解释 ( 这当然更说明符号意义需要解释) 。第二
层意思是说，解释项对符号的解释是一个开放过

程: 一个解释项开始了对符号的解释过程，另一

个解释项又继续解释前一个解释项，依此不断推

演下去。从而，符号不断被“衍义”。
我们之所以说皮尔斯的 “解释项”概念

( 包括他对这个概念的反复解释) 蕴含着 “元语
言”观念 ( 尽管他本人并没有如此展开自己的
论述) ，仅仅是因为: 既然一个解释项需要一个

新的解释项对其做进一步的解释，就说明这个新

的解释项的出现有着必要性，其在解释原始符号

的效力上优于前一个解释项———也就优于前一个
解释项对某符号的解释; 既然展开一个新的解释

项，就展开了一个新的符号过程，那么，这个新

的符号过程所内含的语法规则、释义规则等就更
基本于、或者至少包含了前一个解释项的语法规
则、释义规则等等。符号本身不能自我解释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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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一个解释项本身也不能自我解释，无论是哲

学的逻辑语义学论证，还是符号学对符号意指过

程的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我们认为，解释项所内含的符号解释的

“无限衍义”，还不仅仅是指符号意义解释的历
史变迁与累积。另外，解释项不断推衍的观念也
可看出“元语言”概念的相对性。
雅克布森是符号学发展史上较早明确提到

“元语言”观念的符号学家。从对他的考察中，
我们可以看出他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 “元语言”
( meta-lingual) 概念的。他首先认为， “元语言
并非只是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才能使用的一种必

要的科学工具，它在日常语言中也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① 由此，他完全从日常语言符号传达
与接受的角度，来讨论 “元语言”观念。在他
所提出的符指过程 “六因素”图式中， “元语
言”就是“谈论语言本身” ( speak of language)
的语言。浅显地说，就是在言谈中，人们把注意
力集中在符号 ( code，又译 “信码”) 本身。他
举例提到了电话问答中说话人对符号通道是否畅

通的关注，以及人类 ( 尤小孩) 学习语言时事

实上的“元语言操作”。在他看来，人们在这样
的语言操作中，包含着元语言特征。另外，他还
认为， “元语言”就是对语言本身作 “注解”
( glossing) 。而符号的这种 “元语言”特性和功
能与其“诗性”特征及其功能是不一样的: 前
者是“运用组合建立一种对等关系”，后者 “则
是运用对等关系达到某种组合”。②

综合雅柯布森并不系统的说明，我们可以对

其“元语言”观念作这样的概述: 第一，“元语
言”观念主要指语言本身的编码规则———他举
了喜剧作家莫里哀笔下人物约尔旦用 “散文”
说话却不知道在用 “散文”的例子 ( 文类体裁
表明了某种类型的语言编码规则) ; 第二，元语

言解释对象语言——— “这个 sophomore 落榜了”，
就是对“落榜”、“sophomore”及这个句子本身
的意义的一步步解释。后面的句子解释前面的句
子。这一点倒暗合皮尔斯对 “解释项”的理解。
总结以上两人的讨论，我们可以这样说: 由

于他们是从人类符号意指过程这个基础层面来建

构他们的符号学体系的 ( 尤其是皮尔斯) ，并道

出了所有符号意义解释的基本特性，而不是仅仅

要用“元语言”去定义真理，或检验命题的真
值，因此，无论是雅柯布森对 “元语言”观念
之直接简单的论述，还是皮尔斯的 “解释项”
所内蕴的 “元语言”观念，都更具基础性，因
而更具普适性。
中国当代符号学学者赵毅衡在融通西方哲学

家，尤其是符号学诸家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

的“元语言”观念。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第
一，在对“符码”的认识中发掘出 “元语言”
现象。“符码”涉及到符号单位及其编码规则，
于是也就涉及到 “作为解释规则的形成方式，
即元语言问题”。当然，“元语言”不等于符码，
它是符码的集合。因为，符码是个别的，它必须
成套出现或形成体系才能起到解释符号文本的作

用。反过来说，任何符号文本意义的解释都离不
开元语言。第二，在人类文化活动的符号特点与
元语言的关系中探索 “元语言”在解释符号文
本意义时的具体情况。同一个人、不同的人面对
同一个符号文本，使用的元语言都不固定。尤其
是，人们在每次解释符号文本时，可以调动不同

的元语言，从而组成一个 “元语言集合”。这个
概念远比符号学界通常所说的 “联合解码”贴
切明白。第三，在深入认识元语言之间的关系
中，首次提出了 ( 分布性的 ) 同层次元语言

( “元语言集合”) 在解释符号文本时可能构成的
冲突，即“解释旋涡”。③ 应当说，这种认识完
全打破了西方现代逻辑学、语言哲学、西方符号
学只谈“异层次”元语言 “层控”关系的解释
框架。此外，他还深入讨论了元语言的构成，明
确提出了 “社会文化语境元语言”、 “解释者能
力元语言”及 “文本自携元语言”的概念，并
对元语言的标记、元语言在解释文化艺术符号活
动中的一些可能情形做了颇具洞察力的分析。相
比于上文两位久富世界声名的符号学家的相关论

述，赵毅衡从人类整体文化进行思考的进路，更

具系统性、全面性、普适性，对种种文化现象也

06

①

②
③

Roman Jakobson，Linguistics and Poetics，Style and Language，New York: Willy，1960，p． 356． 该文 1958 年曾作
为一次语言学会议的总结性演讲首次出现。

Roman Jakobson，Linguistics and Poetics，Style and Language，p． 358．
赵毅衡: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第 227、228、236-2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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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解释力。

三、对“元语言”观念的泛化理解与运用

实在说来，现代语言学、教育学、翻译与计
算机技术等学科或领域基本只是在 “泛化”理
解的基础上借用 “元语言”观念，进而从自身
学科层面上展开具体的实践操作。撇开人们对
“翻译”的宽泛理解不说，翻译领域所借用的
“元语言”观念比较直接单纯，即直接借用了
“对象语言”与 “元语言”的二项式，有所谓
“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意味———翻译领域元语言
现象突出，它往往成为西方现代逻辑学家、语言
哲学家例证或阐发其 “元语言”观念的基本领
地。从具体操作来看，主要是分析异质 ( 异种)
语言符号书写的文化文本之间的翻译问题。因为
这种翻译自然涉及到不同语言文化之间元语言构

成方式及解释规则的转换 ( 这种转换带来了意

义解释的变化) ，涉及到元语言标记的保留对于

对象语言文本意义的有效阐释。① 其他学科所借
用的 “元语言”观念，基本呈 “合取”状态，
即“元语言”观念与“元意识”的“合取”。②

说到“元意识”，不少学者都会提到德国现
代著名数学家、数理逻辑学家希尔伯特 ( David
Hilbert) 1920 年代所创立的 “元数学” ( meta-
mathematics) 。的确，自从他开创 “元数学”以
来，不少传统学科都受到启发，纷纷在自己学科

名称前加上 “meta-”这个前缀而成为 “元哲
学”、 “元物理学”、 “元心理学”等 “现代学
科”。这给人一种印象，似乎 “元意识”完全是
从希尔伯特开始的。的确，希尔伯特在学科定位
层面的“元意识”对后学之直接、显性的启发
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尽管他的 “纲要”在 1930
年代就遭到了歌德尔的 “不完备性定理”的致
命颠覆。但是，起作用的还有隐性的 “元意
识”。
在我们看来，以塔尔斯基为代表的西方现代

逻辑学家、语言哲学家所讨论的 “元语言”观
念本身，就内含“元意识”。这完全可以从它与

希尔伯特的“元数学”在问题意识上的相通之
处看出来: 都在追问基础理论论证的正当性与有

效性。所谓“元数学”，就是把数学理论本身作
为数学研究的对象———旨在 “绝对证明古典数
论、解析学及集论 ( 适当地公理化后) 的无矛
盾性”，即主要证明理论中命题、定理的无矛盾
性。③ 也许， “元语言”观念所内含的 “元意
识”被“掩映”于对 “元语言”观念本身的讨
论之中。但从整个西方现代 ( 数理) 逻辑的思
想进路来看，其 “元意识”取向并非绝对亚于
“元数学”。毕竟，20 世纪前后的西方学术，都
有着共同的 “追问理论前提、基础本身”的学
术语境: 一直潜存于西方思想传统中的古希腊本

体论哲学之 “基元”追问的 “元意识”，复活、
纵横于 “解构”与 “建构”之间。在中国，不
少学者也自然而然地把 “meta-”与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基元”与 “初始”观念结合起来。用
“元 ～”来翻译，就绝妙道出“道”之精义。
至此，我们可以大致明白以现代语言学为代

表的一些现代学科 “合取”或者说混用 “元语
言”观念与 “元意识”的思想渊源。之所以说
是“大致明白”，还因为这些现代学科还借用了
“元数学”与“元语言”观念研究共同使用的具
有“元意识”的操作方法。他们都企图用有限
的技术化的形式符号，也就是 “元符号”，去建
立公理。克林就这样说到 “元数学”形式符号
的特性: “在结构上，形式符号表与通常语言的
字母表相似。”④ 的确，从经验上说，人类已发
现了在人类语言或符号系统中，自有一些符号一

直以来起着 “元语言”的作用。从观念上说，
它已为莱布尼茨的 “人类思维字母表”及洪堡
所强调的词汇与语法中 “总是存在着所有语言
围之旋转的中心”等所开启。
当然，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些学科首先借用

的，还是“对象语言”与 “元语言”这个最基
本的二项式，并把这个二项式的相对性，或者说

“元语言”这个概念的相对性作了极大的发挥。
西方语言学界值得一提的是安娜·韦日比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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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封宗信: 《文学翻译中的元语言问题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 年第 4 期。
中国学术界一般使用的是“元思想”这一术语，我们则主要把它看成一种思想进路或观念取向，故使用“元

意识”这一概念。
S·C·克林: 《元数学导论》，莫绍揆译，北京: 科学出版社，1985 年，第 57-58 页。
S·C·克林: 《元数学导论》，第 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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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Wierzbicka) 。① 她把建立普遍语义元语言作
为自己研究工作的重点。一方面，她努力探求语
义初始单元，以数量有限的基础词语的简单语义

要素去描写意义; 另一方面，她试图用普遍意义

子集去描写自然语言词汇和语法。后来她的研究
工作还发展到为不同语言之语义结构差异寻求

“文化原型”。受西方语言学界相关研究工作的
影响，中国语言学界的一些学者也在 “元语言”
研究方面做了富有成效的有益探索，比如苏新

春、李葆嘉、安华林等人。他们多把 “元语言”
理解为一种语言中最基础的语言，相当于 “根
语言”。他们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编写 “元语言词
典”方面，希望建立能定义其他自然语言的基
础词汇。计算机领域，也基本是从 “根语言”
的角度来理解并建构 “元语言”的。教育学领
域的“元语言”研究，则主要探索人们在语言
学习过程中的元语言现象。因为，人们 ( 尤其
是小孩) 学习语言本身，就是一个元语言规则

内化的过程。

四、“元语言”观念与文艺阐释活动

与其他学科一样，中国文艺学也是在对

“元语言”观念、“元意识”作泛化理解的基础
上“合取”借用的。这尤其体现在对文艺文本
意义所作的“文学人类学”的解释方面。“空”、
“道”、“性”、“昆仑”、“气”、“葫芦”、“生—
死—生”等，都成为他们所讨论的 “元语言”
观念或元意识的对象。② 承继上文的相关考察，
我们认为，他们的论述是值得肯定的。人类发展
至今，也确实塑造与积淀了一些基本的 “文化
元语言”———也就是学术界通常所说 “原始文
化意象”或“文化原型”。它们渗透到包括文艺
在内的所有文化符号体系中，对它们意义编码与

解码起着基础的、甚至意义阐释的定向与 “归
源”作用。我们的问题是，混合了 “元意识”
的“元语言”观念，对于文艺阐释活动来说，
具有什么样的价值? 由于问题的复杂性，我们只

例证性地给以说明，以求抛砖引玉。
在人类整个文化符号系统中，文艺属于一个

异常特殊的领域。文艺符号的弱编码方式，导致
其符号意义解释的极端复杂性。但其意义并非可
以随意解释。尽管 “元语言”是一个相对的概
念，但并非相对得没有边界。元语言集合中种种
元语言与某对象语言之间的关系远近，倒是检验

元语言解释对象语言效力的方式。
“文化转向”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热闹的话
题。我们到底该在什么层次上来理解文艺研究中
的这种转向呢? 我们以为，如果把整个文艺活动

( 所有的文艺符号文本) 看成对象语言，那么它

最直接的元语言就应该是文艺批评与文艺理论。
因为，文艺符号系统自有一套在 “成规”中
( 相对区别于其他文化符号系统的 “成规”) 形
成的意义生成机制，即编码与解码规则。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我们首先应该追问的，是文学元语

言本身，即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③ 那么，文化
研究在文艺阐释活动中到底居于什么层次呢? 正

如赵毅衡所指出的，“无限衍义的最后就是 ‘整
体语意场’，即文化”。④ 这个 “最后”一词倒
也贴切地指出了文化研究在文艺研究中的位置。
当然，这并非是说，文艺是一个绝对独立、封
闭、自在自为的领地，“文化”仅仅只属于解释
它的最后的元语言。文化转向出现本身，文艺史
上所谓纯而又纯的文艺研究走向死胡同的先例，

都说明 “文化”是一个不可缺少的 “伴随文
本”，在文艺符号系统的建构中，处处有着它的
身影。但是，无论如何，文艺元语言自身的建构
规则、解释规则，它的元语言标记，都要求我们
努力探索文艺阐释活动自身。同时，在我们看
来，20 世纪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对 “文学性”的
追问、结构主义诗学对文学文本结构的探讨等，
还是形式论一项未竟的事业。
再来看看百年来争论不休的中国现代美学。

它把美分成三种形态，或者三个领域，即自然

美、社会美、艺术美。本来，美与丑相对。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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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张喆、赵国栋: 《韦日比茨卡和她的元语言思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 年第 6 期。
萧兵、叶舒宪: 《老子的文化解读》，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 年; 萧兵: 《张艺谋电影与人类文化元语

言》，《民族艺术》1998 年第 1 期。
值得一提的是郑一舟的《试论作为一种元语言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一文 ( 载《江西社会科学》2010 年第 1

期) 。作者以结构主义诗学为例，探讨了文学批评、作品、诗学三者之间“对象语言与元语言”关系的转换，这种转
换带来了它们的不断自审与重写。
赵毅衡: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第 1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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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美又与真、善相区别。但是，从事实上说，
善的元语言，即 “道德元语言”，成了 “社会
美”立论的基础———即 “定义”它的最基础、
最直接的元语言。人是伦理的动物: 伦理是人性
之基础，也是其终极目标。然而，对于与善相区
分的“美”这个范畴来说，善、或者说 “道德
元语言”只是其最终的解释元语言，也就是说
要归化到它。换言之，“道德元语言”首先是用
来解释善的。那么，社会美的元语言是什么呢?
从理论上说，当然是 “美”元语言? 那么，
“美”元语言又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看人们对
“自然美”的解释。人们多认为它体现了人的本
质力量，这也没有说不通。但是，这是直接在用
哲学人类学元语言来解释它。其实，在我们看
来，解释它们的最直接的元语言，应该是艺术。
比如说社会美，它主要是社会日常产品设计体现

了艺术风格———产品制造者的艺术追求，社会日
常生活中人们对生活之艺术品格的追求; 自然

美，主要是它被纳入到广义的人类社会生活中，

契合了人类对艺术的规定与追求。在这里，艺术
与社会现实生活相对，各自分属不同的符号系

统，自有一套元语言解释系统。所谓社会中的
美，自然的美，与艺术中的美具有同质的意义，

即人们不同程度超越 “社会实用”、 “世俗物质
享受”等之心理或精神追求。① 这也就是它们共
同的“美元语言”，即 “艺术元语言”。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美是艺术中的范畴 ( 正

如“丑”是艺术中的范畴一样) 。简言之，所有
美的形态，都在艺术的营构之中。
最后，我们想特别提到的，是中国文艺解释

活动中经常出现的 “超级元语言”问题。它不
同于上文所提的 “文化原型”。从理论上说，
“文化原型”对种种文化问题的 “元语言解释”
或者“元意识解释”，不具强制性，最多只有定
向意义上的限定性。对于一定社会、一定时代来
说，这种“超级元语言”具有基础性，话语霸
权性，甚至独断性，它自由出入各种场域。
首先要提的是 “意识形态”。从上文对文艺

元语言的强调可知，它直接对文艺行使元语言解

释，显然是超级越界。超级越界的结果，可能就

是对文艺的致命 “暴力”。这里存在一个悖谬，
它可以把所有文化形态都看成对象语言并对之进

行元语言解释，而不允许对它进行解释 ( 于是

成为唯一的 “解释项”) 。但是，从符号学的观
点来看，它本身并不能自我解释，于是，它又必

须被某种文化形态作为对象语言来研究。另外，
它也不是“基元或原初”意义上的元意识。因
此，无论如何，它也不能对文艺直接行使这种意

义上的元语言解释功能。如此看来，我们对一种
具排他性的主流或核心文化的依赖或习惯，是可

以从理论上进行反思的。
除了这种显性 “超级元语言”外，还有许

多隐性的 “超级元语言”。中国文化强调 “集
体”，个人常常被抽象为 “大众”或海德格尔所
说的“常人”。在此基础上，中国文化形成了不
少“民族文化”式的“集体元语言”。这种 “语
言”具有大众性、日常性，用传统的术语来说
就是 “集体无意识”，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
“大众日常意识形态” ( 取 M·福柯对其理解的
某些意义) 。在我们看来， “性格决定命运”就
属于这种隐性的“超级元语言”。我们用它解释
现实生活中人的命运，也用它来解释 “作家人
格 ( 性格) 与作家创作关系”这个文艺问题。
谈到“作家人格与作家创作”，其首要的解释元
语言应该是文艺虚构。文艺虚构可以创造种种
“虚拟作者”，他们的虚拟人格具有种种可能性。
这样，从理论上说，从作家那里直接寻找其人格

与其作品艺术表征之间的直接对应关系，属于界

域混乱。一方面，它直接把作家在社会生活中的
“现实人格”等同于其“创作人格”; 另一方面，
又把社会现实中人之性格与其社会遭遇的关系直

接应用于解释作家 “创作人格”与其作品艺术
表征之间的关系，即 “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性格
就会有什么样的命运，一个作家有什么样的性格

也就有什么样的艺术表征”。
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追问 “性格决定命运”

这种“超级元语言”自身的解释元语言。它无
非是中国社会现实语境、深层文化结构。原来，
国人的人格属于生活环境超常挤压的创伤之果

———中国社会现实语境常常强制性地铸造了国人

36

① 这里的“不同程度”，取“审美三境”之说: “悦目悦耳”、“悦心悦情”、“悦志悦神”。参见李泽厚: 《美学
四讲》，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年，第 165-1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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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被动顺应社会的性格。而对唯物主义哲学
的粗俗理解、中国文化结构特有的 “身体化”
特性①，又进一步强化了人们从生理、遗传这些
容易看见的现象来浅陋地理解人格。于是，国人
性格之现实遭遇与人们的浅陋见识之间的恶性循

环，合力塑造了 “有什么样的性格就有什么样
的命运”这种“民族无意识” ( “大众日常意识
形态”) 。然则，一个社会中居于绝对主流的意
识形态的极端化往往会导致这种意识形态被整个

社会反向“工具化”，即以这种意识形态作为合
法面具，使之成为为自己服务的工具。于是，国
人练就了各式各样 “皮里阳秋”式的人格———
极端“面具化”。这种解读意在强调: 中国社会
中的“社会解释元语言”既有 “受虐狂”，又有
“施虐狂”，还有 “妄想狂”———它实在喜欢越
界; 它严重窒息了国人的创造力，也钝化了我们

对文艺活动自身的认知。由此来看，强调作家虚

拟人格，既是对被苛求的作家的解放，也是文学

内在本性的解放。
其实，上文所举的美学分析的例子，就是明

显的隐性超级元语言在影响我们的研究。中国文
化强调伦理过头，结果除了形成民族某种程度的

伪善、面具人格外，更导致整个文化体系建构的
“泛伦理化”。也就是说，伦理成为一切文化形
态直接的基础元语言。我们可以问的是，善四处
出击，美或艺术在哪里呢? 过去文艺方面的种种

教训，也说明了这一点。这样的例子还可以列举
下去。如此看来，元语言或元意识，对于我们追
问一些基本文艺问题，具有直接而基础的价值。
说到这里，或许我们还可以作个提示: 被我们一

直奉为民族思维精髓的 “诗性智慧”，或许应该
兼收并蓄一点理性与逻辑，其中的混沌与模糊，

使我们对许多问题的解释呈现出 “酱缸形态”
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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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rn western logic and language philosophy have dealt with meta-language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formal semantics，which serves only the analysis of semantic logical structure of proposition and
studies on semantic truth value． A semiotic approach to meta-language is therefore more systematic and univer-
sal owing to its interpretation of the semiotic meaning of whole human sign system． In the fields of modern lin-
guistics，literary criticism，translation studies，computer science，and education，many studies operate on the
conceptions of meta-language and meta-consciousness． The conception of meta-language includes that of meta-
consciousness，but the former is not fully equivalent to the latter． Both are of great value to meta-interrogation
of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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